回忆罢教索薪斗争及其余波

任传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在吴江中学二院任教职，当时欣喜莫名，以为从此否极泰来，我们可以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了。谁知蒋介石反动派盗窃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到沦陷区来大搞“五子登科”式的劫收，一方面又发动全面内战，因此，造成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惨胜”局面，我们教师好容易熬过了八年的艰苦岁月，满以为胜利以后至少可以不愁柴米了，谁知还和敌伪时期一样，并无改善，那时流行一句话：“公教人员，空叫人怨”。后来国民党政府规定教师每月可发到公粮米五斗（约合七十五市斤），但由于官商勾结，重重尅扣、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又拖欠公粮二个多月。五斗米现在看来似乎是戋戋之数，但那时我们却把它当作“生命线”，我们不是陶渊明，做不到“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江中二院多老教师，年青人很少，我课后就经常和同里各小学的青年教师在一起，我记得有俞承钟、顾昌巳、顾昌寅、孙敬贤、严君豪等，大家觉得现在抗战胜利了，政治协商会议也召开了（指的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召开的“旧政协”），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承认政治民主化，我们决不能再忍气吞声地过着受人摆布的日子。一次我们到同里湖畔去郊游，大家七舌八嘴议论开了。有人提出罢教索薪斗争这一行动来，大家一致同意，决定分头去活动、游说。一提欠薪，老师们义愤填膺，后来决定于四月中旬的某一个周末下午假南濠弄小学二年级教室开全镇教师会议，会上出现了赞成和不赞成两派。不赞成派并非出于什么政治背景，而是怕事情闹僵，反要吃亏，所以他们也不是反对派。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先礼后兵”，先派代表到吴江去请愿，如果不得要领，再行罢教。当场推定九人，有几个是校长，如费娥圆等，大部分是中年教师，我是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我二十六岁）。星期一出发请愿，为了表示我们的决心，大家步行赴江。到了县政府，先由教育局潘翔君在礼堂（旧县署大堂）接见我们，他没有请我们坐，却操起“国语”（即普通话）作起训话来了，说不上三、四句，我们就嘘了起来，“嘘！……打什么官腔，我们是来找县长的……”，潘还见机，就叫我们到花厅等候。不多时，县长顾鸿熙来了，肥头胖耳，他比较圆滑，很有礼貌，请我们坐下，还叫勤务奉茶。一提到公粮欠发的事，他推说不知，要去查查看，搪塞其词。我们因为他有礼貌，也以礼待之，但他既推诿搪塞，我们也只能严正地对他说：“要人枵腹从公，历古到今，世界各国，没有一个政府是这样做的，不发公粮，我们只能停课罢教待命”。我们也没有向他告别，匆匆退出花厅。

回去向教师们汇报之后，大家决定罢教停课。那时我们毫无斗争经验，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由我们几个起头人来出主意。停课之后，也不知道进行宣传，争取社会和家长的支持，只是聚集在南小坐等。第二天我们得知教育局长赵升元要来同里，我们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南小校门口贴出大幅标语“不达目的，誓不复课”；又在竹行埭、东、南埭贴出标语：“救救教师，救救孩子”、“教师不能枵腹从公，孩子不能荒废学业”、“教育为立国之本，内战为祸国之根”。还有漫画“公教人员，空叫人怨”，画一只空饭碗，四周围着一群愁眉苦脸的公教人员。赵升元来了之后，就召集全镇教师在南小二年级教室开会，赵讲话大意是：“这是上峰的事，我也没有办法，现在上峰紧催军粮、军草……，我作不了主”，下面就有人喊：“局长做不了主。当什么局长？”大家又喊口号：“不达目的，誓不复课！”赵站起想走出教室，但门口挤满了人，形成僵局。后来由金仲禹出来打圆场，答应一月内陆续清发欠粮、欠薪，赵才得解围而去。但后来我们只拿到欠粮欠薪的一半，罢教索薪斗争并没有取得胜利。但大家都得到了锻炼。

罢课之后，我们课后和星期天，常常聚集在顾氏弟兄家中。他家有个后园，园的东北角，有一个小楼，围墙外是田野，地方相当静僻，我们就在那里阅读书报杂志，纵谈古今。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上海出版的《文萃》，苏商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时代》，还有《展望》、《观察》等杂志，都是我们常看的。不久，美国介入中国内战，派马歇尔来华，执行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分赴各地。我们那时对此是有幻想的，后来《民主》周刊揭露了国民党特务制造“南通惨案”，惨杀向三人小组请愿要求停止内战的孙天平等进步人士的真相，我们渐渐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国家大局如此，地方上更是混乱不堪，什么“保九团”（国民党保安第九团）、东平部队（国民党忠救军后改编为交警总队），还有什么“军委会××别动队”……这些“地下”钻出来的杂牌部队除了强派摊款之外，摆赌、贩毒、甚至勾结土匪，绑架勒索，真可以说无恶不作。而在我们看来，同里是“一潭死水”，我们就想到来办一份报纸，以打破沉寂的空气，一吐胸中块垒。我们都是一些年轻教师，既无文学修养，也缺乏政治及其他社会科学知识，更没有写稿、组稿的经验，要办报谈何容易，所以迟迟不动手。后来还是顾昌巳和俞承钟两人先出刊一期墙报（当时叫壁报），然后再来和我商量，于是决定办一份油印小报，称为《同声报》。“同声”者，“同声一哭”也，但也代表了同里人民的呼声。它的文字及内容当然十分肤浅、幼稚，但我们的宗旨是鲜明的：“反迫害、争自由；反内战、反征兵、征粮；反贪污，反残民以逞”。顾家那座静僻的小楼，是我们的编辑室和印刷所，俞承钟爱写马凡陀山歌式的讽刺诗，他还写了什么“宝塔诗”、“菱形诗”等形式的讽刺诗，着力攻击国民党的横征暴（敛）、祸国殃民。顾昌寅社会接触面较广，由他写揭露社会黑暗的通讯，如《××夜话》等。我写“小论坛”，自问学历见识太差，只能就事论事，我记得我写过《乐捐不乐》、《复员会还是动员会》等。（按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政府宣布收复区免去征粮一年，后来却用“乐捐”名义照征，“乐捐”意思是老百姓自愿乐于捐输。“复员会”是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政府（令）各地方人士组成，协助政府进行复员工作，但后来国民党政府大打内战，急于征兵、征粮、复员会成了内战的“动员会”。）有时是几个人凑起来写成的，我写过一篇译文，译自《密勒民评论报》题目大概是“Onehandongun, onehandonground。”介绍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战斗不忘生产的工农军队本色，我只看懂个大意，也可能有些误解，所以用的笔名是“叶忆枫”（“译意风”三字的谐音）

我们的小报当然没有人向我们订阅，由我们免费寄送，我们这样赔钱贴功夫，只是为了喊出我们“同里人民的呼声”。

八月的一天，江中二院的金仲禹主任召开招生会议，他刚从吴江开会回来，（他是国民党县参议员）他谈起说：“县长顾鸿熙说，有人办小报攻击政府，估计是学校中的老师搞的。他要我们回来查查”。说着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同声报》来，要大家传观，我听了又高兴又吃惊，我觉得《同声报》只能暂时停刊。

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闻一多、李公仆被暗杀，正如闻一多先生在《最后的一次演讲》中所指出：“无耻啊，无耻！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我们觉得在家乡耽不下去了，也离开家乡，考入大学。那时学生运动，此起彼状，汹涌不断，我们又投身到这股洪流中去了。

二年以后，即一九四八年冬天，放寒假时，我们回到同里。那时国民党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主力军队全部被歼，李宗仁上台，蒋介石退居幕后。我们为了迎接解放，一方面在顾家小楼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文献，一方面又和仁美中学校长费家骍合作，编出小报《美报》。由费家骍出面任发行人。内容除了报导从解放区电台收听来的胜利消息之外，也登一些国民党报纸上的新闻作掩护。我写了一篇《度岁声中迎渡江》的小社论，转弯抹角，旁敲侧击地宣传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宣传党对工商业的政策。《美报》一出，群众争相购阅，风行一时。但黎明前是更黑暗的，我们始终坚持微言大义，隐而不露的原则，所以公开发行只出了七期。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终于迎来了同里的解放。

